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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科技和产业变革中,数字贸易在推动产业智能制造转型过程中尤为重要。 通过熵权

TOPSIS 法与灰色关联度动态评价方法测度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并借助探索性因子分析法计算

产业转型升级综合指数,从省级、城市和企业三个维度全面考察数字贸易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研究表明:数字贸易显著促进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且对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低价值链嵌入位置和非

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强,存在一定的益贫性。 作用机制显示,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创新创业活跃度和提高劳

动要素配置效率是数字贸易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路径。 最后,拓展性分析得出数字贸易对产业

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因此,要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构建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空

间格局,推动新型产业供需关系和生态协同关系发展,实现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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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历史演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货

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1] 。 数字贸易正在塑造新

的全球贸易格局,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中

国数字贸易稳步增长,规模再创新高。 中国通信院公布的《数字贸易发展和合作报告 2024》数据表明,

2023 年中国数字服务的进出口总额达 3
 

6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 5%;从国际市场占有率看,中国数字服

务贸易出口占全球 4. 9%,较 2019 年上升 1. 6 个百分点;从贸易逆顺差看,至 2019 年始中国已连续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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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顺差,数字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在 2023 年达 4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 1%[2] 。 显然,数字贸易作为现

代信息技术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标志性成果,正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特别是在推动

贸易向高质量方向迈进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3] 。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经济转型大变革,在国

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发展数字贸易不仅是顺应全球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的必然选

择,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是

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产业转型升级是经济摆脱困境,实现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数字中国”和“智慧中国”建设,加速布局

产业互联网,构建数字驱动的产业新生态,推动产业的全面转型升级[4] 。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

革新,重塑产业格局并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5] 。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的延

伸,数字贸易可以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引致的物理空间限制,充分利用与整合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和市场,通

过内外联动打通“双循环”的诸多堵点和痛点,在“补短锻长”中增强中国产业发展的韧性、高效性与稳定

性,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以数字贸易为纽带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促进。 那么,数字贸易对产业转型升

级影响的效果是怎样的? 其影响机制如何? 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将数字贸易效用最大化并加快产业结

构优化,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本文从数字贸易视角出发,深入探讨数字贸易在宏观、微观层

面下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其内在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考察数字贸易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

效应,不仅有助于理解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发展规律,更能够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二、文献综述

关于数字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指标测度以及经济效应三个方面。 数字贸易这一概念最

早由 Weber(2010) [6]提出,之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在 2013 年的《美国与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

易Ⅰ》中对“数字贸易”进行了首次界定,将其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交付的产品和服务,这个概念排除了大

部分实体商品贸易。 国内诸多学者也对数字贸易的内涵与概念进行了探讨,马述忠等[7]认为数字贸易是

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实现数字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的高效

交换,进而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的新型贸易活动。 刘洪愧[8]则认为数字贸易是任何企业与

公司通过互联网渠道进行商品与服务交易的活动。 目前为止,数字贸易的定义仍处于不断演变中。 由于

数字贸易内涵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数字贸易的测算方法并不统一。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衡量方法主要

包括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或采用竞争力指数衡量[9][10] 。 在经济效应上,数字贸易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主

要表现在贸易促进[11][12] 、经济转型[13][14]和经贸规则重构[15][16]三大方面。

产业转型升级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是经济摆脱困境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要求。 产业转型升级最初由 Gerrifi[17]提出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他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是“企业提高资

本的盈利能力或提升在技术密集型领域的过程”。 大多国外学者界定产业转型升级的视角较为微观,将

企业的生产能力以及核心竞争力的提高视为其本质[18] ,而国内学者起初主要从中宏观视角认识和研究

产业转型升级问题,如吴崇伯[19]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诠释是“迅速淘汰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从事技术与

知识密集型行业”。 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路径问题,微观视角下,关注的是增强企业的内生技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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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20] 、动态资源整合能力[21] 、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与分工实现价值链高端攀升[22] ;宏观视角下,关注的是

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驱动[23]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驱动[24] 、贸易与投资等扩大开放[25] 、形成良好制度环境

等[26]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实现结构优化和能级跃升。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形成了

相对完善的体系,但对于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型贸易方式即数字贸易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数字贸易是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新引擎,而直接从数字贸易角度研究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的

文献还相对较少。 曹宗平和黄海阳[27]认为,数字贸易、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三者的协同发展对企业数字

化转型和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构建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肖远飞等[28] 从产业链安全角度出发,采用渐进双

重差分法探讨数字贸易对制造业产业链安全的影响,发现数字贸易促进了中国产业链安全水平的提高。

此外,区域数字贸易规则的深化也加快了数字产业价值链的合作[29] 。 姚战琪[30] 基于省级层面数据,运

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发现 R&D 强度在数字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裴桂芬

和刘岩[31]利用省级数据,通过熵值法计算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研究二者之间关系。

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多以数字贸易与产业链的相关研究为主,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相对较少。 综上,

已有文献为数字贸易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洞见,但从产业转型升级的视角考察

还相对欠缺,对数字贸易影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制检验不足,且其大多从省级数据入手,对于城

市、企业层面的综合探讨相对不足。 因此,本文将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结合,系统考察数字贸易对产业转

型升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实现微观-中观-宏观三维度交互验证。 通过

省级面板、城市数据及工企-专利匹配数据的嵌套分析,揭示数字贸易在产业转型中的“企业创新-城市

集群-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尺度传递机制,弥补单一维度研究的片面性。 第二,创新性构建数字贸易空间

溢出分析框架。 突破既有文献多聚焦本地效应的局限性,在理论上系统解构了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的空

间溢出机制差异,并在实证层面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对数字贸易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溢出机制进行了

识别与量化评估。 该框架揭示了数字贸易跨区域传导的“去边界化”核心特征,为深刻理解数字贸易空

间网络化与全域联动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贸易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

产业转型升级本质上是微观主体行为、中观组织架构与宏观制度环境多尺度嵌套的演化过程。 在微

观层面,企业通过专利研发形成的技术创新能力与沿全球价值链的位势跃升,构成产业转型的核心动力

源。 这一过程遵循动态能力理论的经典范式,即企业依托数字技术吸收转化能力突破传统路径依赖,其

创新决策直接受数字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与市场接入机会影响。 中观层面,城市产业生态系统作为承上

启下的关键枢纽,通过创新生态系统的多边网络效应降低转型协同成本,其本质是微观创新活动的空间

组织载体,其结构效率决定了企业个体转型能否升维为区域产业整体跃迁。 宏观层面则体现为省级政策

规制与要素配置体系构成的制度环境框架。 根据制度复杂性理论,数字贸易规则、区域产业政策与要

素市场改革共同塑造转型的激励结构与约束边界。 例如地方政府通过数字基建投资压缩“接入鸿

沟”,或依托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降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最终改变区域比较优势格局。 总之,企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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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深嵌于城市产业网络的社会资本中,而区域制度环境又通过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范双重嵌入中观

生态。 单一维度研究的根本缺陷在于割裂这种多层级嵌入性,忽略微观企业受城市数字生态制约,遮

蔽宏观政策通过要素价格信号反哺微观创新的循环路径,且无法捕捉数字贸易引致的跨维度空间溢

出。 唯有通过系统解构多维度互动,方能揭示数字贸易驱动产业转型的非线性跃迁机制,为分维度精

准施策奠定理论基石。

随着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逐步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贸易迅猛发展,推动着传统产业改造和

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将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深入探讨数字贸易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

机制。

宏观层面:数字贸易能推动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首先,数字贸易为供给者提供了丰富的贸易信息,

尽可能避免盲目的投资与生产行为,减少了产业过剩[32] ,推动了资本的合理配置。 与此同时,以大数据

等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贸易还能够突破资本服务的地域限制[33] ,提高资本服务的覆盖面及供需匹配

效率,推动了资本配置水平的优化。 其次,数字贸易平台拓宽了就业渠道、提高了就业灵活度,使劳动力

要素向个性化配置转变、向第三产业转移[34] ;有效提高了各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使投入要素在低生

产率部门和高生产率部门间流动,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35] 。

中观层面:数字贸易能推动创新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从根本上说是对创新的提

速[36] ,数字贸易不仅能提供创新的资源与动机,还能促进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首先,数字贸易能促进消

费者与研发者之间的交流,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激发生产者满足消费者需求多样性的研发动力。 其次,

数字贸易能打破研发主体之间的空间地理距离,有效降低研发风险与协调成本,提高创新效率,促进多元

创新主体交汇融合形成创新集群[37] 。 最后,数字贸易还可以提高创业活跃度。 数字贸易的平台化发展

为创业者增加了信息获取渠道、提高了社会互动性[38] ,还助推了低物质资本的创业行为,促进了创业机

会的均等化的同时增加了创业概率[39] 。 随着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增强,数字贸易在应用过程中的技术研

发红利不断溢出,驱动了产业转型升级。

微观层面:数字贸易能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首先在数字贸易这一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先进的知识

与技术溢出效应,通过学习和模仿进行技术创新,增加数字贸易产品种类、提高数字服务贸易水平;其次,

数字贸易依托数字技术极大缩减企业资源搜寻、匹配及生产成本[40] ,能够使企业有更充裕的资金和人力

开展研发创新活动,推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除此之外,数字贸易的低成本效应还会

引发市场规模的扩大,加剧市场的竞争,倒逼生产者主动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及其复杂度,进而

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贸易能够通过提高创新创业水平、要素配置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等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数字贸易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

传统产业升级研究常忽略地理关联性,但数字贸易依托信息网络的“超地理”特性,天然具备蕴含显

著的空间依赖性[41] 。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数字技术压缩时空距离,使知识溢出突破衰减

边界[42] ;其二,云平台促成跨区域产业虚拟集群[43] ,催生“线上集聚”为主导的新型空间交互模式。 与传

统贸易高度依赖物理邻近性不同,数字贸易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三重突破”。 一是知识溢出无衰减,数

字技术大幅度降低隐性知识传递的边际成本,使创新扩散突破地理衰减规律。 二是产业链云重组,企业

借助数字平台实现供需的跨区域精准匹配,形成动态、去中心化的虚拟产业集群,从根本上重构了产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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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联网络。 三是政策协同强化,数字规则有效降低区域间的制度性壁垒,从而放大政策协调带来的空

间协同收益[44] 。 这些特征共同表明,数字贸易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范围与强度上,是区别于传统贸易模

式的。

数字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打破物理空间的束缚,更高效地传递知识和信息,增强区域间产业关

联的深度与广度,实现跨地区的分工与合作,产生空间外溢效应。 早期很多学者关注到了信息化带来

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还讨论了知识、技术的溢出距离[45][46] ,随后便引发了关于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

空间溢出的思考。 首先,数字贸易的空间网络外溢效应推动了产业的线上集聚[47] ,促进了产业间的融

合、渗透,加速了各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48] ,有效提升了生产制造、商贸流通等环节效率,为传统

贸易提供了更便捷、更高端的网络技术和产品服务[49] ,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其次,数字贸易

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跨地区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50] ,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推动整体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 诸多研究表明,数字贸易对产业转型升级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H2:数字贸易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邻近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1. 基准模型设定

Upgrade = α0 + α1DTDIf +
 ∑α

2
X + μf + δt + εft (1)

其中,i 代表省份、城市和企业,t 代表时间,Upgrade 为产业转型升级,采用省级、城市和企业三个维度测

算。 DTDIf 表示省份层面数字贸易发展指数,X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f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δt 表示时间固

定效应,εft 表示随机扰动项。

2. 空间杜宾模型

Upgradept =α0 +ρWUpgpt+φ1WDTDIpt+α1DTDIpt+φcWXpt+αcXpt+μp+εpt
 (2)

其中,ρ 代表空间自回归系数,W 是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为提高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了地理

距离权重矩阵和邻接权重矩阵的方法进行回归。 φ1 和 φc 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空间交互项

的弹性系数。 空间计量模型通过量化空间交互,更好地适配数字贸易的跨区域渗透特征,在研究数字

贸易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时具有显著优势,因为它能有效捕捉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依赖性、异质性

和溢出效应。 其中,空间杜宾模型同时包含本地与邻近区域的数字贸易解释变量,能够全面捕捉直接

效应和间接效应。

(二)变量测度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产业转型升级(Upgrade)

本文将产业转型升级定义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其中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又分为

数量维度与质量维度。 具体公式见(3)—(6)。 基于付凌晖[51] 的研究,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方法定

义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量。 首先,将各个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作为空间向量中的元素,构成向量

X0 = (x1,0,x2,0,x3,0),然后分别计算产业层次由低到高的向量 X1 = (1,0,0)、X2 = (0,1,0),X3 = (0,0,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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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角 θ1,θ2,θ3,最后将夹角按公式(4)加总得到产业转型升级的量(Upgs)。

θ j = arccos
∑

3

i = 1
xi,j·xi,0( )

∑
3

i = 1
x2
i,j( ) 1 / 2·∑

3

i = 1
x2
i,j( ) 1 / 2( )

( ) ,j = 1,2,3 (3)

Upgs = ∑
3

k = 1
∑

3

j = 1
θ j (4)

参考袁航和朱承亮[52]的研究,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质(Upgz)定义为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与

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加权乘积:

Upgz = ∑
3

i = 1
q i( )

Yi

Li
(5)

产业结构合理化(TL)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两个及以上产业部门内部的协调发展程度,本文借鉴

干春晖[53]的做法,通过泰尔指数测算产业结构合理化,计算公式如下:

TL = ∑
3

i = 1

Yi

Y
ln

Yi / Li

Y / L( ) (6)

上述公式中,i 表示三次产业中的第 i 产业,q( i)表示各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Yi 表示第 i 产业

产值,Li 表示第 i 产业就业人员,在式(5)的计算过程中采用均值化消除 Yi 与 Li 的量纲。 产业转型升级

的量和质是正向指标,而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泰尔指数是逆向指标,其描述的是产业结构偏离度,因

此,其值越趋近于 0,说明产业结构越接近均衡状态。 最后,本文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分别测

算省级和城市层面产业转型升级综合指数,其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越优化,反之亦然。 企业层面产业转

型升级采用专利数据作为衡量指标[54] ,企业的研发产出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微观基础,体现了其在产业链

和供应链环节的竞争力,因此具体采用三种专利授权量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代理变量。

2. 解释变量:数字贸易发展(DTDI)

本文以马述忠[7] 对数字贸易的定义为基准,即“数字贸易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通过信息通

信技术的有效使用实现数字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的高效交换,进而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

互联网转型的新型贸易活动”,并参考中国信通院在《数字贸易发展白皮书 2020》中提出的“数字贸易

框架体系 2. 0”(以下简称框架)以及数字贸易相关测度文献[55][56] ,构建了包含“数字化市场”“数字贸

易结构”“数字贸易能力”和“数字贸易环境”等 4 个一级指标以及 10 个二级指标的数字贸易指标体

系,具体指标选取如表 1 所示,最后通过熵权 TOPSIS 与灰色关联度动态评价方法进行测算数字贸易

发展综合指数[57] 。
表 1　 数字贸易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指标体系构建

变量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测算

数字贸易

发展

数字化市场

数字贸易结构

数字化交易

数字产品贸易

技术交易

移动支付水平指数

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

过去一年 ICT 产品进口占产品进口总量的百分比(%)

过去一年 ICT 产品出口占产品出口总量的百分比(%)

技术吸纳占 GDP 总量百分比(%)

技术输出占 GDP 总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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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变量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测算

数字贸易

发展

数字贸易能力

数字贸易环境

数字技术应用能力

数字贸易基础能力

数字贸易发展潜力

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数量

R&D 经费内部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 3 种专利授权数量(件)

国家自贸区数量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

国内生产总值

进出口贸易总额

国内最终消费支出

平均受教育年限

互联网用户数占常住人口比重(%)

电话机总数(包括移动电话) / 行政区域总人口数×100(部)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万公里)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

互联网域名数(万个)

企业期末使用计算机数量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亿元)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年末平均从业人员(人次)

软件业务收入(万元)

电信业务总量(亿元)

数字电视用户数(万户)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法人单位数(个)

采用信息化管理的企业比重(%)

每百家企业有网站个数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快递量(万件)

产业转型

升级

产业结构

高级化

产业结构合理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量 空间向量夹角算法

产业结构高级化提质 嵌入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层次系数

产业结构合理化 泰尔指数

3. 控制变量

综合已有文献的相关研究成果[58-60] ,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 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有:税负水平、

社会消费水平、城镇化率及对外开放程度。 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支持为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物质资本积

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城镇化能够促进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推动三次产业的正向演进;对外开放能够引进新

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发展。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有:城市发展水平、人口密度、政府干预及人力资

本。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人口密度过高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减缓产

业转型升级的进程;政府干预是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本可以推动技术创新,直接带动产业转

型升级。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有:企业的规模、年龄、财务状况及是否得到政府补贴,固定行业、个体和时

间三个维度。 企业的规模和年龄是影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财务状况的改善和政府补贴能够进

一步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具体变量的具体测算方法及相关描述性统计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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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指标测度方法 Obs Mean Min Max

因变量

Upgrade1 省级产业转型升级 探索性因子分析法 434 1. 004 0. 837 1. 330

Upgrade2 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熵值法 4
 

201 0. 224 0. 002 0. 695

Upgrade2 企业专利 ln(三种专利授权量+1) 143
 

099 1. 647 0. 693 9. 409

自变量 DTDI 数字贸易 熵权 TOPSIS 与灰色关联度 434 0. 164 0. 012 0. 952

省级控制

变量

tax 税负水平 税收收入 / GDP 434 0. 082 0. 035 0. 188

consum 社会消费水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GDP 434 0. 389 0. 180 0. 610

edu 教育支持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 / GDP 434 0. 044 0. 020 0. 168

urban 城镇化进程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GDP 434 3. 040 0. 437 29. 748

城市控制

变量

cgdp 城市发展水平 ln 城市人均生产总值 4201 9. 455 5. 442 12. 404

density 人口密度 ln 常住人口 / 占地面积 4201 0. 086 0. 001 3. 640

gov 政府干预 ln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 GDP 4
 

201 0. 060 0. 007 2. 541

企业控制

变量

scale 企业规模 ln 营业收入 205
 

410 11. 848 0 20. 059

age 企业年龄 企业的成立时间 209
 

337 14. 497 1 187

subsidy 政府是否补贴 月补贴收入为 1 209
 

571 0. 613 0 1

finance 财务状况 负债总计 / 资产总计 173
 

933 0. 536 0. 000 1. 000

(三)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涉及三套数据:第一套数据源于 2010—2023 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

局、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课题组等[61] ;第二套是来自 2010—2014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主

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企业基本信息,另一部分是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第三套数据是 2010—

2014 年的企业专利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包含企业性质及专利授权量等指标。 借鉴 Brandt[62] 的

做法处理工业企业数据和专利数据,然后将两个数据库进行匹配:首先,按照企业名称和年份进行初匹

配,其次,按照企业组织代码和年份进行再匹配,最后,将初匹配和再匹配的数据进行重新合并,删除重复

的企业数据,最终得到工业企业与专利数据的匹配结果。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式(1)回归得到的表 3,报告了省级、城市和企业三个层面数字贸易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估计结

果。 从省级和城市等宏观层面看,表 3 的模型(1)和(3)显示数字贸易的估计系数为 0. 307
 

4 和 0. 066
 

4,

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贸易显著促进了中国整体产业的转型升级。 该结论说明了随着数字贸易水

平的提升,产业模式和业态不断创新、产业边界被不断融合,传统产业的“低效率”和产业链长期“低端锁

定”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因此促进了整体产业转型升级水平的提升。 模型(2)和(4)是分别加入省级、城

市层面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结果依然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即估计结果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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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企业层面看,表 3 的模型(5)显示数字贸易的估计系数为 0. 078
 

5,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贸

易能够促进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推动微观层面的产业转型升级。 可能的原因是,数字贸易显

著降低了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企业主动进行技术改造

与创新,焕发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微观活力。 模型(6)是加入了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省级控制

变量和一系列企业层面控制变量,数字贸易估计结果依然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即估计结果稳健。 综

上所述,假设 1 成立。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Upgrade1 Upgrade2 Upgrade3

数字贸易
0. 307

 

4∗∗∗
 

0. 259
 

1∗∗∗
 

0. 066
 

4∗∗∗
 

0. 073
 

8∗∗∗
 

0. 078
 

5∗∗∗
 

0. 062
 

8∗∗∗
 

(8. 95) (6. 95) (5. 69) (7. 06) (4. 10) (2. 86)

截距
0. 958

 

9∗∗∗
 

0. 903
 

4∗∗∗
 

0. 220
 

0∗∗∗
 

0. 234
 

2∗∗∗
 

1. 781
 

1∗∗∗
 

0. 720
 

2∗∗∗
 

(188. 25) (46. 69) (295. 28) (81. 53) (97. 55) (4. 18)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no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行业固定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34 434 4100 4100 110
 

286 86
 

987

决定系数 0. 934 0. 929 0. 904 0. 919 0. 674 0. 708

　 　 注:∗
 

、∗∗
 

、∗∗∗
 

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省级层面固定省份和时间,城市层面固

定城市和时间,企业层面回归固定个体、行业和时间,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改变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

为避免测量误差,省级和城市层面用产业结构偏离度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53] 、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

增加值之比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63] ,最后运用熵值法测算产业转型升级综合指数。 企业层面用专利质

量代表产业转型升级的微观基础,具体采用知识宽度的方法测算专利质量[64] ,具体公式见(8):

E = ∑
n

i = 1

Yi / Li

Y / L
- 1 = ∑

n

i = 1

Yi / Y
Li / L

- 1 (7)

patent_knowedgent,type = 1 - ∑α2 (8)

在式(7)中,E 为产业结构偏离度,Y 为产业增加值,L 为产业就业人数,i 和 n 分别表示产业及产业部门

总数。 在式(8)中,α
 

为专利分类号中各大组分类所占比重,当 α 值增大时,意味着各专利大组间的分类

差异变得更为显著,揭示了企业创造专利时所涉及的知识广度在扩大,表明专利质量得到了提升。 回归

结果见表 4,从表中可以看出数字贸易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说明改变被

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不改变本文主要结论,数字贸易能显著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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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稳健性检验(1)

变量
(1) (2) (3)

Upgrade1 Upgrade2 Upgrade3

数字贸易
1. 466

 

8∗∗∗
 

0. 058
 

9∗∗∗
 

0. 006
 

4∗∗

(5. 21) (3. 49) (4. 19)

截距
0. 493

 

4∗∗∗
 

0. 038
 

1∗∗∗
 

0. 535
 

3∗∗∗
 

(3. 02) (6. 56) (11. 9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观测值 434 4
 

099 11
 

902

决定系数 0. 781 0. 382 0. 601

2. 改变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

数字贸易发展综合指数虽然能够较全面地评价数字化水平,但测量方法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实证的最

终结果。 数字贸易是由跨境电子商务的逐渐迭代发展,持续量变积累下质变产生的[65] 。 因此,本文采用

电子商务销售额与 GDP 的占比作为省级层面和企业层面数字贸易的代理变量,选取用互联网普及率、互

联网相关从业人员、互联网相关产出、移动互联网用户和数字金融普惠发展这五个指标所构建的数字经

济发展指数来作为城市层面数字贸易的代理变量。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观察表 5 可以看出,回归结果

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均未发生改变,说明结果稳健,数字贸易对产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

正向影响。
表 5　 稳健性检验(2)

变量
(1) (2) (3)

Upgrade1 Upgrade2 Upgrade3

数字贸易
0. 167

 

2∗∗∗
 

0. 053
 

4∗
 

0. 148
 

3∗∗

(9. 37) (1. 96) (2. 35)

截距
0. 848

 

9∗∗∗
 

0. 198
 

5∗∗∗
 

0. 613
 

4∗∗∗
 

(44. 38) (3. 82) (4. 8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观测值 434 4
 

099 86
 

987

决定系数 0. 940 0. 255 0. 708

3. 内生性问题讨论

第一,考虑遗漏变量的问题,模型无法控制所有同时影响数字贸易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因素。 第二,考

虑双向因果的问题,数字贸易推动产业融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产业结构的优化也会促进数字

化、信息化发展,并改善贸易环境,推动数字贸易的发展。 因此,为克服上述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二阶段

最小二乘法(2
 

SLS)进行估计,借鉴黄群慧[58]和赵涛[59]的方法,选取历史上各省份 1984 年固定电话数量

与数字贸易滞后一期作为数字贸易发展指数的工具变量。 考虑到工具变量和本文使用面板数据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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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将固定电话数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的交互项作为最终使用的工具变量。 各省的固定电话数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国的数字技术发展和利用情况,而数字贸易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数字技术,因此与

数字贸易存在很大的相关性,满足“排他、相关性”要求。 另外,本文还对工具变量进行有效性检验,检验

结果如表 6 所示,KP-LM 与 Wald
 

rk
 

F 统计量皆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拒绝弱工具变量和

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工具变量有效。 模型(1)—(3)分别汇报了省级、城市和企业三个层面的回

归结果,数字贸易的估计系数在考虑了内生性后依然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因此,利用工具变

量法进行的内生性检验结果也表明数字贸易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表 6　 内生性检验

变量

(1) (2) (3)

Upgrade1 Upgrade2 Upgrade3

Ⅳ+2SLS Ⅳ+2SLS Ⅳ+2SLS

数字贸易
0. 091

 

6∗∗∗
 

0. 460
 

3∗∗∗
 

1. 000
 

8∗∗∗
 

(1. 83) (7. 5) (3. 60)

KP-
 

LM 165. 241[0. 000] 201. 002[0. 000] 501. 204[0. 000]

Wald
 

rk
 

F 263. 146[0. 000] 211. 109[0. 000] 308. 415[0. 000]

观测值 434 4
 

099 86
 

987

决定系数 0. 476
 

5 0. 160
 

4 0. 036

　 　 注:方括号内为 p 值。

(三)异质性检验

1. 地区异质性

已有研究表明,区位条件是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本文根据经济发展程度的不

同,将省级全样本数据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实证检验结果见表 7 的模型(1)—(3)。 可以看出,中部

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数字贸易系数分别通过 10%和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其符号为正,东部地区的回归

系数不显著,即数字贸易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果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的态势,即随经济发展水平

从高到低,数字贸易的影响逐渐式微。 究其原因,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相对比较完善,而且“服务化”倾向

度较高,而中西部地区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程度相对较低,因此,数字贸易对

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影响更大。
表 7　 分样本回归结果(1)

变量
(1) (2) (3) (4) (5) (6)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部 中心城市 外围城市

DTDI
0. 028

 

0 0. 100
 

8∗
 

0. 388
 

6∗∗∗
 

-0. 424
 

0∗
 

0. 043
 

1∗∗∗
 

0. 154
 

0∗∗∗
 

(0. 58) (1. 87) (4. 77) (-1. 91) (2. 9) (7. 00)

截距
0. 981

 

8∗∗∗
 

1. 026
 

7∗∗∗
 

0. 863
 

7∗∗∗
 

1. 332
 

9∗∗∗
 

0. 345
 

9∗∗∗
 

0. 214
 

9∗∗∗
 

(25. 51) (27. 23) (21. 72) (11. 51) (54. 34) (65. 0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68 84 140 42 504 3
 

595

决定系数 0. 971 0. 974 0. 866 0. 957 0. 894 0.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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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等级异质性

考虑到城市等级规模的差异性,本文将全样本分为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进行异质性检验。 中心

城市即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外围城市即除中心城市以外的其他地级市,回归结果见表 7

模型(4)和模型(5)。 可以看出,数字贸易对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估计系数均在 1%水平下通过检

验,且显著为正,但外围城市比中心城市的回归系数要高,即在数字贸易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果

中,外围城市比中心城市的影响更大。 究其原因,中心城市规模较大,“城市病”现象较为突出,由于产

业结构复杂,面临转型难度和成本较大,再加上旧有体制束缚、利益集团的阻碍等历史遗留问题较多,

土地资源、水资源短缺导致资源约束较大,限制了中心城市数字贸易转型的规模和速度。 而外围城市

劳动成本和土地成本相对较低,企业在数字贸易转型过程中可以节省大量成本。 另外,外围城市产业

结构相对单一,企业更容易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快速转型。 因此,数字贸易对外围城市产业转

型升级的影响比中心城市大。

3. 企业所处行业价值链嵌入位置异质性

企业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真正主体,是夯实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 而企业所处行业价值链嵌入位

置的不同能够反映企业在行业中生产能力的强弱,数字贸易对不同生产能力的企业影响存在巨大差异,

因而有必要探讨企业所处行业价值链嵌入位置异质性。 本文使用产出增加值占行业总产出的比重来衡

量价值链嵌入位置,将高于行业均值的定义为高价值链嵌入位置,低于行业均值的定义为低价值链嵌入

位置。 从表 8 的模型(1)和(2)可以看出,无论是高价值链嵌入还是低价值链嵌入,估计结果均为正,对

比发现,数字贸易对低嵌入价值链位置的企业比高嵌入价值链位置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 长期以来,我

国高端产品短缺,产业链、价值链“低端锁定”,大多数企业主要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

工,主要通过运输、管理资源等服务要素获得新的竞争力[66] ,而数字贸易极大地缩短了其交易与运输成

本,因此数字贸易对在低价值链嵌入位置的企业影响更大。
表 8　 分样本回归结果(2)

变量
(1) (2) (3) (4)

高嵌入位置 低嵌入位置 国有制企业 非国有制企业

数字贸易
0. 018

 

3 0. 071
 

9∗∗∗
 

0. 041
 

7 0. 061
 

8∗∗

(0. 32) (2. 94) (0. 75) (2. 56)

截距
1. 116

 

9∗∗∗
 

0. 635
 

6∗∗∗
 

0. 568
 

5 0. 708
 

2∗∗∗
 

(2. 61) (4. 25) (1. 31) (4. 9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5
 

225 66
 

570 9
 

348 77
 

428

决定系数 0. 791 0. 669 0. 831 0. 687

4.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考虑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政策扶持、资金融通方面等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从企业所有制角

度进行异质性检验。 具体而言,通过企业的控股情况来识别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并进行分样本回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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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列于表 8 的模型(3)和模型(4)。 可以看出,数字贸易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相较

于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 可能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具有天然的政策及资源优势,面临的生存压力较小,数

字贸易对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促进研发创新的激励作用有限,因此,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对产业转

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小。

六、机制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贸易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能影响渠道,参考江艇[67] 的研究思路,通过观测核

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影响进行机制检验。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原则,作用机制的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如下:

(1)交易成本度量。 借鉴黄群慧[58]的做法,选取销售费用( se)作为企业交易成本的代理变量,并将

其他费用如管理费用(ae)与财务费用( fe)之和作为稳健性检验。

(2)创新创业指数( iei)。 该指数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龙信数据研究院联合开发,采用企

业工商注册信息微观数据库,刻画城市层面创新创业水平。 具体包括新建企业进入、外来投资笔数、vcpe

投资数目、发明专利授权数目、实用新型专利公开数目、外观专利公开数目以及商标授权数目等 7 个子维

度指标。

(3)要素配置效率度量。 借鉴白俊红和刘宇英[68] 的方法,通过要素错配指数逆向度量要素配置效

率。 资本错配指数(kmis)和劳动错配指数(
 

lmis)的计算公式如下:

kmisi =
1
γKi

-1,lmisi =
1
γLi

-1 (9)

其中,γKi 和 γLi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价格曲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γKi =
K i

K( ) siβKi

βK
( ) ,γLi =

Li

L( ) siβLi

βL
( ) (10)

其中,s i 为地区 i 产出与全部总产出的占比,K i / K 为地区 i 使用资本占总资本的份额,s iβKi / βK 为资本

有效配置时 i 地区使用资本的理论比例,βKi 为利用生产函数估计的各地区资本产出弹性,γKi 为资本

错配程度;Li / L 表示 i 地区使用的劳动占劳动总量的比例,s iβLi / βL 为劳动有效配置时 i 地区使用劳动

的比例,βLi 为利用生产函数估计的各地区的劳动产出弹性,γLi 为劳动错配程度。 另外,产出总量用各

省份 GDP 衡量,劳动投入量用各省就业人数表示,资本投入量用各省份固定资本存量衡量,具体用永

续盘存法计算。

上述内在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 由模型(1)可以看出,数字贸易的发展对劳动错配的影响显

著为负,说明数字贸易能够减缓劳动错配程度,但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数字贸

易的发展主要通过提高就业灵活度,拓宽就业渠道,提高了劳动配置效率,并且数字贸易催生出的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使劳动力要素向第三产业转移,最终推动整体产业的转型升级。 由模型 2 和 3

可以看出,数字贸易对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企业销售费用和其他费用影响显著为负,表

明数字贸易能够推动创新创业水平的提高,降低企业交易费用。 该结论说明了数字贸易降低了贸易

壁垒及成本、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了技术创新的研发与应用,提高了大众创新创业活跃度。 综上所

述,数字贸易可以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创新创业水平及劳动要素配置效率等途径促进产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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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即假设 1 成立。
表 9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kmis lmis iei lnse ln(ae+fe)

数字贸易
-0. 020

 

3 -0. 898
 

3∗∗∗
 

0. 084
 

1∗∗∗
 

-0. 376
 

8∗∗∗
 

-0. 178
 

5∗∗∗
 

(-0. 127
 

0) (-7. 090
 

7) (3. 42) (-4. 44) (-2. 71)

截距
0. 258

 

2∗∗∗
 

0. 464
 

4∗∗∗
 

1. 636
 

9∗
 

7. 832
 

2∗∗∗
 

8. 932
 

8∗∗∗
 

(3. 293
 

9) (6. 596
 

2) (1. 94) (86. 76) (108. 8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34 434 3
 

025 139
 

963 146
 

175

决定系数 0. 808
 

0 0. 943
 

4 0. 835 0. 942 0. 950

七、拓展性分析———空间效应考察

(一)空间自相关检验

剔除 2020—2023 年数据,将数据限定在 2010—2020 年,可确保观测到的空间依赖模式反映的是区

域经济系统相对稳定的内在运行规律。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 本文采用 Moran’I
 

指数法检验数字贸易与

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自相关性,结果见表 10。 可以看出,2010—2020 年数字贸易发展指数和产业转型升

级指数在经济距离权重下的 Moran’I
 

指数均为正,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数字贸易和产业转型升级

在经济距离相近的省份的空间正相关性明显,呈现空间集聚现象。 为进一步揭示数字贸易发展和产业转

型升级的空间集聚模式,绘制 2010 年和 2020 年数字贸易和产业转型升级 Moran’ I 散点图,如图 1 所示。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 2010 年还是 2020 年,数字贸易和产业转型升级散点图中大多数省份位于第一和第

三象限,说明数字贸易和产业转型升级在空间上均呈现出显著正向依赖性。
表 10　 Moran’ I

 

指数

年份
数字贸易 Upgrade1

Moran’ I Moran’ I
年份

数字贸易 Upgrade1

Moran’ I Moran’ I

2010 0. 248∗∗∗
 

0. 244∗∗∗
 

2016 0. 126∗∗∗
 

0. 259∗∗∗
 

2011 0. 225∗∗∗
 

0. 255∗∗∗
 

2017 0. 093∗∗ 0. 257∗∗∗
 

2012 0. 140∗∗∗
 

0. 232∗∗∗
 

2018 0. 089∗∗ 0. 240∗∗∗
 

2013 0. 142∗∗∗
 

0. 232∗∗∗
 

2019 0. 096∗∗ 0. 256∗∗∗
 

2014 0. 133∗∗∗
 

0. 229∗∗∗
 

2020 0. 130∗∗∗
 

0. 275∗∗∗
 

2015 0. 150∗∗∗
 

0.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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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 年和 2020 年数字贸易与产业转型升级 Moran’ I 散点图

(二)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及检验

本文在依次进行 LM 检验、Hausman 检验、固定效应的选择、LR 检验及 WALD 检验后,确定了个体固

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SDM)为最优选择。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一步运用了空间滞后模

型(SAR)进行检验。 表 11 报告了 3 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数字贸易对产业转型升级空间模型估计的结

果。 可以看出,SDM 模型中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和数字贸易的空间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了在空间上存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内生交互效应和外生的数字贸易交互效应。 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

数字贸易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69] 。 直接效应表示数字贸易对本

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间接效应表示数字贸易对其他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总效应为直接效应和间

接效应之和。 从表 11 可以看出,数字贸易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间接效应显著,即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因此,假设 H2 成立。

表 11　 空间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设定 SAR SDM

空间矩阵类型 经济矩阵 地理矩阵 邻接矩阵 经济矩阵 地理矩阵 邻接矩阵

ρ
0. 737

 

9∗∗∗
 

0. 767
 

2∗∗∗
 

0. 566
 

0∗∗∗
 

0. 468
 

4∗∗∗
 

0. 294
 

7∗∗∗
 

0. 275
 

3∗∗∗
 

(16. 17) (17. 65) (10. 82) (6. 43) (3. 09) (4. 66)

数字贸易
0. 680

 

0∗∗∗
 

0. 752
 

5∗∗∗
 

0. 661
 

2∗∗∗
 

0. 431
 

8∗∗∗
 

0. 347
 

8∗∗∗
 

0. 433
 

5∗∗∗
 

(7. 66) (8. 60) (6. 39) (4. 85) (3. 79) (4. 45)

W×Digital
 

trade
0. 304

 

7∗
 

0. 531
 

3∗∗ 0. 593
 

2∗∗∗
 

(1. 77) (2. 23) (4. 09)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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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1

模型设定 SAR SDM

空间矩阵类型 经济矩阵 地理矩阵 邻接矩阵 经济矩阵 地理矩阵 邻接矩阵

LR_Direct
0. 799

 

1∗∗∗
 

0. 900
 

2∗∗∗
 

0. 736
 

5∗∗∗
 

0. 483
 

8∗∗∗
 

0. 388
 

8∗∗∗
 

0. 486
 

8∗∗∗
 

(7. 88) (8. 57) (6. 62) (5. 23) (4. 15) (5. 10)

LR_Indirect
1. 909

 

8∗∗∗
 

2. 505
 

6∗∗∗
 

0. 817
 

8∗∗∗
 

0. 918
 

6∗∗∗
 

0. 870
 

2∗∗∗
 

0. 940
 

0∗∗∗
 

(3. 98) (3. 73) (4. 80) (3. 54) (3. 01) (5. 95)

LR_Total
2. 709

 

0∗∗∗
 

3. 405
 

8∗∗∗
 

1. 554
 

3∗∗∗
 

1. 402
 

4∗∗∗
 

1. 259∗∗∗
 

1. 426
 

8∗∗∗
 

(5. 08) (6. 39) (6. 39) (4. 82) (4. 12) (9. 14)

Observations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R-squared 0. 317 0. 443 0. 443 0. 087 0. 097 0. 179

Number
 

of
 

pro 31 31 31 31 31 31

八、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 2010—2023 年省级、城市层面和 2010—2014 年工企-专利匹配数据,从宏观、中观和微观

全面考察了数字贸易对中国产业转型的影响和内在机制,最后还进一步讨论了两者的空间相关性,得出

如下结论:第一,数字贸易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均能够显著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第二,数字贸易对

西部地区、外围城市、低价值链嵌入位置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三,数字贸易能够通过提

高劳动要素配置效率、创新创业活跃度和降低交易成本等途径显著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第四,数字贸易和

产业转型升级均存在空间聚集的特点,产业转型升级不仅受本地区数字贸易发展的正向影响,还受其他

地区数字贸易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
数字贸易无疑能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根据本文结论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强化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夯实数字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 加大对 5G 网络、产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型;鼓励企业建立内部研发中心,构建一个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第二,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区域数字贸易协调发展。 将中西部地区的低

成本优势、资源优势与东部地区的技术、市场和数字产业优势结合起来,通过有效释放不同区域的优势,
构建区域间协调发展和优势互补机制,共享数字贸易红利。 第三,完善数字贸易平台体系搭建,推动产业

发展新生态。 要不断完善数字贸易平台体系的搭建,推动行业升级与业务细分的持续深化,加快生态型

平台升级,最终促进我国经济供给侧与需求侧高质量发展的双重改革,打造新型产业供需关系和生态协

同关系。 第四,构建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 要加强数字贸易的辐射作用,
打造数字贸易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充分释放其溢出红利和空间贡献能力,提升区域产业集群竞争力,通过

构建开放合作的数字贸易生态,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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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global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changes,
 

digital
 

trad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pro-
mot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level
 

through
 

the
 

entropy
 

weight
 

TOPSIS
 

method
 

and
 

grey
 

correlation
 

dynamic
 

evaluation
 

method,
 

and
 

calculates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with
 

the
 

help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o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de
 

on
 

China’s
 

in-
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three
 

dimensions:
 

provincial
 

level,
 

city
 

level,
 

and
 

enterprise
 

level.
 

The
 

study
 

shows
 

that
 

digital
 

trade
 

significantly
 

promotes
 

China’ 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has
 

a
 

stronger
 

impact
 

o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peripheral
 

cities,
 

low-value
 

chain
 

embedded
 

positions,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th
 

a
 

certain
 

pro-poor
 

characteristic.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shows
 

that
 

reduc-
ing

 

transaction
 

costs,
 

stimula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labor
 

factor
 

allocation
 

are
 

important
 

paths
 

for
 

digital
 

trade
 

to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inally,
 

the
 

expansive
 

analysis
 

conclude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de
 

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ra-
structure,

 

build
 

a
 

spatial
 

pattern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type
 

of
 

industrial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and
 

ecological
 

synergy,
 

and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trans-
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es.
Keywords:digital

 

trad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ransaction
 

cost;
 

leve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act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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